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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
———基于重庆和珠三角的比较研究

马 凤 鸣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 要:通过实证调查资料对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表明:社会排斥在两地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对农民

工的城市社会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感,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构建以

社区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促使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使农民工就地“市民

化”,就成了促使农民工提高城市社会适应水平的首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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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民工已经流入城市,并且将有更大

规模的农民转移到城市。流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不仅是空间地理学意义上的位移,也是价

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农民工社会角色的变化,必然要求他们继续社会

化,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变迁。但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和长期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
农民工的流动和社会适应问题呈现出复杂化的特性。由于农民工身份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过渡

性和二元性”[1],使得他们总体上处于边缘状态,而且这种边缘状态有不断加强的趋势[2],导致农民

工的城市社会适应面临诸多障碍。
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状况,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种理论取

向展开:一是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二是社会网络,三是社会排斥。在人力资本取向上,一些研究者认

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诸如教育程度、打工时间长短等因素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人际关

系的城市化程度。[3-4]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取向上,刘林平指出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充分

地利用了社会资本[5];刘传江认为只有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才能促使农民

工更快适应城市社会[6];向鑫等指出,地缘、血缘、政府、社区、社团和单位等社会支持系统对农民工

的城市社会适应有重要影响[7]。在社会排斥取向上,研究者主要认为农民工处在城市社会的边缘

地位,受到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保障等多维的社会排斥,严重影响了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进

程。[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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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献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但并没有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

进行对话,哪些影响因素更为重要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很多实证研究聚集于农民工

的主要流入地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针对西部地区的调查研究较少。在目前农民工大量回流和西

部地区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对西部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进

行比较,发现其异同,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考虑到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未来10年将有1000万农民进城成为市民,本文把重庆主城区作为西部城市的代表

性样本,和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工最集中的珠三角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在分析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

应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假设和样本

(一)社会适应的界定和测量

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如朱力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探讨

农民工群体的城市适应[12];风笑天从经济适应、生活适应、心理适应和环境适应等四方面对三峡移

民的社会适应进行了研究[13];张海波和童星则把社会适应分为经济适应、社会交往和心理认同三

个方面[14]。
参照以往的研究,笔者把社会适应界定为个人对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满意和习惯程度,包括职业

适应、生活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和文化适应四个纬度,分别以下列指标进行测量:(1)职业适应:对工

作环境、工作的劳动强度、工作中的规章制度、收入状况是否习惯(满意);(2)生活适应:对居住条

件、卫生环境、治安状况、闲暇生活、看病求医是否习惯(满意);(3)人际关系适应:与当地居民的关

系是否满意,与本地人交往多否;(4)文化适应:对当地的饮食、风俗习惯和气候是否习惯。问卷采

用Likert5点量表法,从“非常不习惯”到“非常习惯”记为1分到5分,得分越高说明社会适应性越

强。在对上述14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时,KMO检验值为0.889,采用主成分法并进行方差最大化

正交旋转,提取到4个因子,和我们的设定很吻合。由于Cronbach,Alpha系数等于0.876,表明问

卷具有较高的信度。为了研究的方便,信度很高时可以对14项指标进行加总,产生一个新的变量

即城市社会适应总体水平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其取值在14-70之间。
(二)研究假设

我们主要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排斥等三个方面来建构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

适应的分析模型。

1.人力资本假设。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以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
术水平、工作能力来表示,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包括年龄、教育程度、技能培训、语言能力、打工

地生活时间的长短等要素。其中技能培训用是否拥有职业技能证书来测量,语言能力用是否会说

当地话来测量。在我国多种方言并存的状况下,语言能力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假设:人力

资本中的教育程度、技能培训、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与城市社会适应呈正相关。

2.社会网络假设。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研究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主要从他们的社会交往和社

会关系入手。本研究把农民工社会网络的运用分为四个层面: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组织层面和社

区层面。个体层面主要用“第一次出门时是否一个人单独外出”来测量,因为单独外出的人更容易

摆脱乡土网络的影响,扩展新生的社会网络[15],因而我们假设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水平应高于非

单独外出的农民工。家庭层面用“是否和配偶一起打工”来测量,夫妻生活在一起可以提供一种很

好的心理慰藉。组织层面主要考察农民工在组织内的社会交往状况。如果农民工能够和组织内不

同人群(工友、主管、负责人等)经常交往,那么他们的城市适应性较强。我们假定组织内的交往是

影响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主要因素。即使农民工和当地人的交往较少,也就是城市融入性不强,但组

织内的交往可以减少他们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从而增强其适应性。此外,城市的最大特征是异质



性,如果他们和来自不同地区的组织成员经常交往,也可以增强他们的“现代性”,这是成为市民的

基础。社区层面的交往主要考察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的状况,我们假定社区参与能显著地提高农

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水平。

3.社会排斥假设。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

源的过程或者状态。如果农民工各个方面受到社会排斥,不仅影响他们客观的生活状况,也会在心

理上导致对城市的拒斥。因此可以假定:如果农民工在城市无论是制度上还是心理上都遭受到社

会排斥,那么会降低他们的社会适应水平。我们用以下指标测量社会排斥:户籍对生活的影响,是
否参加医疗保险,是否得到过政府的帮助,进城打工后社会地位是否提高以及社会剥夺感。问卷中

社会剥夺感用6个问题来测量:是否觉得我不属于这里;我受到了老板的剥削;这个社会很不公平;
我的收入没有体现我的价值;城市人很排斥我们打工者;我在城里低人一等。然后根据被访者的回

答赋值后加总为“社会剥夺感”。
(三)样本情况

本文所用的资料来源于笔者在2010年7月分别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组织的调查。调查对象

满足以下三个条件:跨区(县)流动;大专学历及以下;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按照“差异最大化”原则,
运用拦截方法在重庆主城区(沙坪坝、渝中、江北、巴南、南岸、北碚、渝北、九龙坡)和珠三角(广州、
深圳、东莞、中山)各访问了450个农民工,回收有效问卷820份,其中重庆413份,珠三角407份,
有效回收率为91.1%(表1)。

表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重庆 珠三角

性别 男226(54.72%)女187(45.28%) 男229(56.27%)女178(43.73%)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250(60.68%)

高中及以上172(39.32%)
初中及以下204(50.25%)
高中及以上202(49.75%)

婚姻状况 已婚234(56.93%)
未婚、离婚、丧偶177(43.07%)

已婚168(41.58%)
未婚、离婚、丧偶236(58.42%)

证书获得状况 有95(23.06%)没有317(736.94%) 有108(26.73%)没有296(73.27%)
平均年龄 31.83岁 27.72岁

平均月收入 1632元 1923元

三、结果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状况与其“边缘人”的身份相一致。虽然43.41%的被

访者主观意愿上喜欢城市生活,但测量城市社会适应状况的14项指标都只有不到40%的人选择

了非常习惯和比较习惯,表明社会适应水平不高。14项指标加总建构的城市社会适应总体水平变

量,重庆的平均值为46.10,珠三角地区平均值为42.89,二者都呈正态分布,适合进行多元回归分

析。为了分析什么因素导致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存在差异,影响因素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有什

么异同,我们以城市社会适应总体水平为因变量,在多元回归模型中逐步纳入人力资本、社会网络

和社会排斥因素,并把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在人力资本模型中,我们在控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收入后,以教育程度、是否拥有职业技

能证书、是否会说当地话和打工地生活时间4个变量作为自变量。社会网络模型中,控制人力资本

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后,在自变量部分加入测量社会网络的4个变量:是否单独外出打工、是否和配

偶一起打工、是否得到过组织内部的帮助、是否参与社区活动。社会排斥模型中,控制人力资本和

社会网络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并把进城后社会地位是否上升、社会剥夺感、是否得到当地政府的帮

助、没有城市户籍对生活的影响、是否参加医疗保险等指标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表2)。
表2中的六个模型分别给出了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回归系数。



表2 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变量
重庆

模型1a 模型1b 模型1c

珠三角

模型2a 模型2b 模型2c
性别

(男性=1)
-0.640
(0.769)

-0.308
(0.772)

-0.0744
(0.686)

-2.577**

(0.854)
-2.730**

(0.869)
-1.607*

(0.770)

年龄
0.0399
(0.0471)

0.0511
(0.0467)

0.0543
(0.0416)

0.0757
(0.0840)

0.0805
(0.0855)

0.0825
(0.0750)

婚姻状况
(已婚=1)

-1.119
(0.960)

-2.987*

(1.167)
-3.115**

(1.037)
-0.0507
(1.208)

-0.536
(1.785)

-0.189
(1.573)

收入对数
1.938*

(0.806)
2.039*

(0.797)
1.219
(0.738)

2.263*

(1.080)
2.267*

(1.081)
0.712
(0.969)

教育程度(高
中及以上=1)

2.640**

(0.827)
2.551**

(0.837)
1.632*

(0.767)
1.782
(0.943)

1.709
(0.947)

1.687*

(0.835)

职业技能证书
(有=1)

-0.286
(0.916)

-0.749
(0.912)

-0.703
(0.824)

0.536
(1.056)

0.275
(1.080)

0.327
(0.955)

语言能力
(会说=1)

2.698**

(0.988)
2.415*

(0.983)
1.946*

(0.870)
2.626**

(0.840)
2.626**

(0.846)
1.550*

(0.759)

打工地生活
时间

0.244*

(0.111)
0.223*

(0.111)
0.234*

(0.0978)
0.472***

(0.127)
0.444***

(0.129)
0.288*

(0.115)

是否单独外出
(是=1)

0.434
(0.757)

0.270
(0.670)

1.081
(0.880)

0.589
(0.773)

是否和配偶一
起(是=1)

2.705**

(0.977)
2.590**

(0.865)
0.527
(1.678)

-0.0877
(1.472)

组织内部的帮
组(有=1)

0.390
(0.709)

0.261
(0.647)

-0.230
(0.862)

-0.204
(0.770)

参与社区活动
(参与=1)

5.010*

(1.956)
3.786*

(1.735)
2.225
(1.927)

3.453*

(1.707)

社会地位是否
上升(是=1)

2.098**

(0.648)
3.036***

(0.778)

社会剥夺感
-0.448***

(0.0596)
-0.552***

(0.0687)

当地政府帮助
(有=1)

2.501**

(0.796)
3.130**

(1.102)

户籍对生活的
影响(没有=1)

2.617***

(0.671)
2.575***

(0.753)

医疗保险
(有=1)

0.313
(0.811)

-0.610
(0.769)

常数
27.81***

(6.125)
26.45***

(6.074)
36.04***

(5.671)
21.87**

(8.039)
21.63**

(8.086)
39.39***

(7.494)

个案总数

R2

调整后的R2

390
0.087
0.067

390
0.120
0.092

390
0.325
0.294

391
0.128
0.110

391
0.135
0.108

391
0.348
0.318

  说明:括号里的数字是标准误差,*p<0.05,**p<0.01,***p<0.001(双尾检验)。

第一组模型(1a和2a)反映了人力资本的效应。我们可以发现,在重庆,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

打工地生活时间都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珠三角地区,只有语言能

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我们预期不一致的是,是否拥有职业技能证书在两地

都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社会网络模型(1b和2b)表明,在控制人力资本的条件下,重庆市和配偶在一起打工、参与社区

活动的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水平显著地提高,但珠三角地区社会网络和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并没

有大的关系,四个变量都不显著。



模型1c和2c加入了社会排斥变量。可以发现,两个地区呈现相同的特点。在控制人力资本

和社会网络的条件下,除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外,其他4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进城后社会地

位提高、得到过政府帮助、没有城市户口对生活没有造成麻烦的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水平更高,而
社会剥夺感越强的农民工,社会适应水平显著下降。同时我们发现,纳入社会排斥指标后,珠三角

地区教育程度和参与社区活动两个变量也对社会适应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我们的预期相一

致,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社会排斥是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最重要的因素。不仅社会排斥的4
个变量显著地影响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水平,而且模型的解释力也得到了极大提高。重庆市的

模型表明,在纳入社会排斥因素后,调整后的R2从0.09提高到0.29。珠三角地区调整后的R2也

从0.11提高到0.32,对因变量总变异的解释力分别提高了2.2倍和1.94倍。
另外,我们也对6个模型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有3个变量的方差膨胀

因子在2-4.6之间,其他变量均在2以下。因此,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
所有模型的标准化残差呈正态分布,服从均值为0、等方差的线性回归模型假定。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社会排斥是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最重要的因素。农民工进城务工后,无论是在沿海发

达地区还是西部地区,都面临同样的制度环境和由此产生的心理剥夺感,进而在客观环境和主观意

愿上都对他们造成障碍,降低了其城市社会适应水平。从两个完全模型(1c和2c)我们可以看到,
两个地区社会排斥具有同样的效应。社会地位上升、得到政府帮助以及户籍对实际生活还没有造

成麻烦等因素对社会适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社会剥夺感则和社会适应呈负相关。但是否参与

医疗保险在两个地区都没有得到证实。

2.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基本因素。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高中及以上

文化程度、会说当地话、打工地生活时间长的农民工,社会适应水平更高。但是否拥有职业技能证

书在两个地区对因变量都没有显著影响。

3.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有一定影响。两个地区的相同点是参与社区活动能显著

提高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水平。重庆地区家庭网络的支持显得很重要,那些和配偶一起打工的

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更强,但在珠三角并没有发现这种现象。此外,个人是否单独外出、组织内部

的帮助在两地都没有得到验证。
(二)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让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市民化”,真正融入城市,找
到自己的归属与认同,而其基础首先是要适应城市社会生活。通过对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城

市社会适应状况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本文就如何促使农民工提高城市社会适应水平提出如下的

对策建议。

1.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感,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社会剥夺感主要源于不同群体间的

相互比较,只有在农民工真正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待遇的前提下,农民工才会有对城市的

认同和归属感,才会有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民工在城市感受到的不公平感、
城市人的排斥等因素对城市社会适应有显著影响。因此,要提高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性,一方面

政府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养老、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城市权益,让农民工平等享有公共服务资源,
另一方面也需要引导城市居民从心理上接纳农民工,减少日常生活中的歧视,避免因对农民工的

“污名化”造成的双方隔阂进一步加深。

2.构建以社区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组织应把农民工纳入社区



活动的范围内。基层政府在加强对农民工登记管理的基础上,应开展大量的社区活动,建立完善农

民工与城市居民相互交往的平台。正如普特南指出的:群体内部个体间的互动,是产生社会资本的

重要因素。[16]人们参与社区活动不仅是推动公民之间合作的关键机制,并且提供了培养信任的土

壤。重庆和珠三角的数据均表明,参与社区活动能有效提高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水平,这可能是

由于社区活动不仅有利于农民工了解当地文化,而且在和城市居民的交往中促进了相互间的了解

和信任。此外,家庭网络是农民工的重要社会支持系统,政府和企业应该创造条件让进城农民工夫

妻生活在一起,从而为其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慰藉。

3.促使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农民工要真正成为城市居民,意味着其社会角色的转变,这
一过程伴随着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的重新学习。顺利完成这一转变,不仅有利于提升农

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也有助于被城市居民完全接纳。因此,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农民工教育培

训资金,在社区和企业建立公共文化设施,提供优惠的文化教育服务,对农民工进行相关的教育培

训。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有显著影响,这不仅由于较高的教育程度可以帮助农民工找到

一份更好的工作,提高其职业适应水平,而且也有助于他们在新环境中的社会化,从而增强其学习

社会规范、文化习俗和人际交往的能力,促使其顺利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变。

4.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城市化过程不仅包括大城市的发展,也应

包括县域的发展。我们发现重庆农民工的总体社会适应水平高于珠三角,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重庆的农民工更多地来自西南地区,从而对语言的熟悉、社会风俗的习惯和人际交往方面面临的障

碍更小。因而,给我们的启发是,考虑到我国各个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在目前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的

背景下,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民工率先在当地完成“市民化”
的过程。而目前对农民工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忽略了在西部城市和县镇务

工的农民工。本研究通过对重庆和珠三角的比较,希望有更多的研究关注这一被忽略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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